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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劳动力市场的民族分层

马忠才

内容提要：基于 2010年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少数民族因户籍、学历、就业部门等

因素分化为若干个亚群，而且每个亚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境遇并不一致；（2）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就业上存在

一定程度的部门隔离，高达 69.7%的少数民族从事农业，而汉族农业人口的比重仅为 38.7%；（3）在收入上，

少数民族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将就业部分细分后发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在国有部门（党政/事业/国有企业）

内部微乎其微，而在私营部门却仍然显著;（4）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入上，少数民族略有优势，而在非农

部门、国有企业进入上，汉族有较大的优势。研究结论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层主要由

城乡差异、学历差别、部门隔离等因素所致，民族不平等（净差异）仅仅存在于私有部门，原因是优惠政策在

政府管控的国有部门仍然发生作用，但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力有未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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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少数民族在市场转型中的境遇如何？这是本文提出的问题。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受到“市场转型争

论”（Market Transition Debate）研究理路的影响。转型争论几乎讨论了所有社会群体在市场转型中的生活

境遇变化，然而对于由 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社会而言，却很少有研究论及 55个少数民族在市场改革中的

得与失。究其原因：一方面，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49%，而且大部分聚居于西部农村或偏远地

区，民族问题并未引起社会学的普遍关注；①另一方面，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大部分抽样数据都无法满足族

际比较研究的需要。②结果是，已有研究忽略了民族变量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为消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政府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优惠政策，在行政

拨款、就业、升学、提干、参军等诸多方面向少数民族倾斜。无疑，这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不平等。但

不容忽视的是，市场转型中政府逐步从经济领域淡出，国家调控开始被市场机制取替，劳动力在市场中竞

争就业。由于语言、学历、竞争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的限制，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处于不利境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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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期，民族不平等又开始凸显，且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1997年全国 5800万贫困人口中，少数民

族人口占了近 60%。③2006年至 2009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同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

别为 44.5%、52.2%、52.5%和 54.3%。④

近年来，政府启动了“西部开发”、“兴边富民”等建设项目，力图缩小地域、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但是，由

于沿用了东部和中部的发展模式，没有充分考虑民族性和区域性。引进外部的经验和技术，招聘外来劳动

力，少数民族参与程度很低，甚至被进一步边缘化。⑤因而，民族已经成为西部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一个新

纬度。

时下，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日益肆虐，而中国社会处于加速转型期，利益

结构深刻调整，利益矛盾日趋复杂。在上述背景下，研究少数民族在经济繁荣过程中的得与失，对于了解

国情、维护祖国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民族问题，除了政治、文化因素

外，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民族关系本质上涉及民族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地位和待

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和利益。⑥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社会转型及市场化在某些领域导致

了少数民族的边缘化，诱发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在局部促发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⑦特别是“3·14”
和“7·5”事件之后，一般的分析往往归结于境外分裂势力的挑动和策划。⑧国外一些肤浅的带有偏见的分

析则往往将这些冲突归结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所谓政治高压、经济歧视和文化灭绝政策。⑨事实

上，大量历史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分层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根本性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族际

交往的社会藩篱，是造成民族之间偏见与歧视、仇视与冲突的导火索。⑩

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由于西部地区的区情、民族分布及构成的特殊性、宗教信仰的多元

化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该区域的民族问题大都是涉及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社会和政治

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 2010年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本文沿着社会分层理论的

研究思路，把民族变量加入地位获得模型，试图分析经济繁荣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得与失，以探究民族问题

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为推动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变量与测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变迁调查”（简称“CSSC”）。本次调查由边燕杰教授主持，西

部 12省高校共同参与完成。调查覆盖西部 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目的是通过大

范围长期纵横调查，来获取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学研究及政府决策提供翔

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调查在 2010年 9月到 12月间完成，样本分布在西部 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102个县(县级市/区/旗)。所有问卷采用双录入方式，形成调查数据库。本研究选取数据库中 16-59岁的就

业人口。排除缺失值，符合条件的个案为 5883人。

CSSC收集了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和社会信息。根据民族身份，我们把受访者分为 2个亚群：汉族和少数

民族，这便是研究的关键自变量。个体特征变量主要有：性别（虚拟变量，男性=1）、户籍（虚拟变量，城镇=1）、

年龄（连续变量，同时引入年龄的平方项）、受教育程度（定类变量，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

4个等级来测量，其中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在模型中是控制变量，主要反映个体的人力资本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研究涉及的因变量主要包括就业部门和月收入。我们把就业部门划分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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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农业部门。

表 1分别描述了西部汉族、少数民族两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描述统计结果显示：（1）在收入上，汉族平

均月收入是少数民族的 1.53倍。（2）在受教育程度上，汉族明显高于少数民族。汉族小学以下学历者占其

样本总数的 30.7%，而少数民族低学历人口比重高达 57.8%；15.0%的汉族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少数民族

中仅有 6.1%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3）西部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明显不同。

38.7%的汉族分布在农业部门，而少数民族农业人口比重高达 69.7%，接近汉族的两倍；汉族在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口比重都分别高于少数民族。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比较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在收入上的民族差异，然后，重点分析不同群体在部门

进入和收入获得上的差距。分析使用了二项和多项Logit模型。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西部，2010）

连续变量

年龄（平均）

月收入（平均）

定类变量

性别（%）(女性=0)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以上

部门（%）

党政机关/国有事业

国有企业

个体

非公有制企事业

农业

户籍（%）（农村=0）
地区（%）（西北=1）
样本规模

全部样本

40.2
1311.2

56.2

39.5
31.3
17.1
12.1

12.5
7.8
23.2
7.9
48.8
32.0
41.1
5883

少数民族

39.2
963.5

57.7

57.8
26.1
10.1
6.1

7.0
3.2
15.6
4.6
69.7
16.4
52.9
1908

汉族

40.7
1478.1

55.5

30.7
33.8
20.5
15.0

15.1
10.0
26.8
9.4
38.7
39.5
49.1
3975

三、结果和分析

下页表 2的结果来自收入与相关自变量的OLS回归。分析采用了嵌套模型，其中模型 1为基准模型，

仅仅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变量。基准模型的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的收入比汉族低 38.0%（e-0.478-1），统计

结果高度显著。模型 1a加入了受教育程度，模型解释力从 12.2%跃升至 26.7%，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收入差

距降至 19.0%（e-0.212-1）。可见，受教育程度对西部人口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即民族间的教育差异

是造成民族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当模型1b加入户籍时，民族间的收入差异降为15%（e-0.168-1），可知户籍制度对

民族不平等也有作用。模型 1c加入了部门变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收入差距骤降至 6%（e-0.058-1）。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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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分割问题仍然突出，农业人口收入仅为非农人口收入的一半（e-0.697-1）。因此，

西部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就业人口在部门之间的隔离是民族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动因之一。模型 2和模

型 3的统计结果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模型 2中，控制一些基本变量后，农业部门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

的收入差异微乎其微（6%）。模型 3中，基本变量被控制后，非农部门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差距也只

有 7%（e-0.074-1），统计显著性不强。

表 2 收入对数对相关变量的OLS回归 （西部，2010）
样本

模型

民族 (少数民族=1)
男性

年龄

年龄2
教育(小学及以下=0)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城市户籍

部门(农业=1)
常数项

样本规模

R2

整体样本

模型1
-0.478***
(0.030)

0.534***
(0.028)

0.063***
(0.010)

-0.001***
(0.000)

—

—

—

—

—

5.701***
(0.912)
5883
0.122

模型1a
-0.212***
(0.028)

0.464***
(0.026)

0.078***
(0.009)

-0.001***
(0.000)

0.422***
(0.031)

0.862***
(0.038)

1.380***
(0.044)

—

—

4.662***
(0.178)
5883
0.267

模型1b
-0.168***
(0.028)

0.486***
(0.025)

0.068***
(0.009)

-0.001***
(0.000)

0.348***
(0.031)

0.614***
(0.041)

0.994***
(0.051)

0.489***
(0.033)

—

4.812***
(0.176)
5883
0.293

模型1c
-0.058*
(0.017)

0.457***
(0.024)

0.069***
(0.009)

-0.001***
(0.000)

0.251***
(0.030)

0.443***
(0.040)

0.800***
(0.049)

0.181***
(0.035)

-0.697***
(0.031)

5.215***
(0.170)
5883
0.348

农业部门样本

模型2
-0.059
(0.039)

0.547***
(0.038)

0.077***
(0.014)

-0.001***
(0.000)

0.268***
(0.042)

0.434***
(0.074)

0.684***
(0.237)
0.179**
(0.089)

—

4.362***
(0.281)
2868
0.122

非农部门样本

模型3
-0.074*
(0.040)

0.368***
(0.031)

0.052***
(0.011)

-0.000***
(0.000)

0.207***
(0.045)

0.420***
(0.05)

0.794***
(0.055)

0.168***
(0.036)

—

5.538***
(0.212)
3015
0.169

注:模型因变量为月收入的对数值。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5; **p<0.01; ***p<0.001。
乍一看，少数民族和汉族间的收入差距甚为明显，但当学历、户籍与部门等变量逐步加入统计模型时，

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却变得微乎其微。这说明，民族间的收入差距是由部门隔离、城乡差别、受教育程度差

异造成的。譬如，西部汉族 38.7%的人口分布在农业部门，而少数民族农业人口的比重高达 69.7%，接近汉

族的 2倍；更多的少数民族属于农村户籍；汉族平均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可见，分析部门进入

的民族差异就显得至关重要。

表 3给出了部门进入的二项Logit模型。模型 1的因变量为“是否在非农部门就业”，模型 2的因变量为

“是否在国有部门就业”。我们关心的是民族变量的作用，即部门进入的民族差异。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

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等特征变量后，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进入非农部门的概率明显更低。模

型 2a仅仅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变量，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可能性同样低于汉族。有趣的是，

在模型 2b中加入户籍变量后，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劣势忽然消失了，特别是在模型 2c中加入受教育

程度变量后，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劣势变成了优势。这说明，影响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不利因素

主要是户籍和受教育程度。那么，控制人力资本和户籍变量后，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优势该如何解释

呢？这可能是民族优惠政策的平等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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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农与国有部门进入的二项Logit模型 （西部，2010）
模型

基准类别

模型

民族 (少数民族=1)
男性

年龄

年龄2
教育(小学及以下=0)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城市户籍

常数项

样本规模

似然比

非农部门进入（模型1）

农业

模型1
-0.993*
(0.077)

0.292***
(0.071)
0.009**
(0.025)

-0.0006***
(0.000)

0.642***
(0.342)

1.322***
(0.108)

2.773***
(0.258)

2.671***
(0.105)

-0.349***
(0.480)
5883

5185.948

国有部门进入（模型2）

非国有部门（私营或个体）

模型2a
-0.377***
(0.107)
-0.154
(0.080)
-0.072*
(0.030)
-0.0006
(0.000)

—

—

—

—

-2.386
(0.563)
3015

3691.48

模型2b
0.061
(0.136)
0.075
(0.098)

-0.049***
(0.037)
-0.0006
(0.000)

—

—

—

21.344
(1126.95)
-22.48***
(1126.95)

3015
2402.71

模型2c
0.294
(1.560)
-0.004
(0.063)
0.042
(0.042)

-0.0006***
(0.001)

1.815***
(0.281)

2.496***
(0.277)

3.663***
(0.287)

20.617***
(1065.79)

-24.931***
(1065.79)

3015
2080.29

注:模型因变量为月收入的对数值。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5; ** p<0.01; ***p<0.001。
为了检验民族优惠政策的平等化效应，我们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单位进入的民族差异（详见表4）。

相对于进入国有企业而言，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变量后，少数民族更有可能进入

表 4 单位进入的多项Logit模型 （西部，2010）
基准类别

部门

民族 (少数民族=1)
男性

年龄

年龄2
教育(小学及以下=0)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城市户籍

常数项

样本规模

似然比

国营企业

政府和事业单位

0.277
(0.195)

-0.664***
(0.160)

-0.226**
(0.058)

0.003***
(0.0010)

1.853**
(0.658)
1.821**
(0.645)

2.722***
(0.652)

-0.342***
(0.000)

-2.798***
(1.269)
3015
2788.2

私营企业

-0.134
(0.198)
-0.664*
(0.140)
-0.108*
(0.056)
0.001
(0.001)

-1.244***
(0.312)

-2.044***
(0.303)

-2.950***
(0.322)

-20.164***
(0.120)

25.43***
(1.120)

个体经营

-0.133
(0.214)

-0.427**
(0.152)

-0.238***
(0.060)
0.002**
(0.001)

-0.935**
(0.338)

-1.334***
(0.331)

-1.605***
(0.346)

-19.566***
(0.000)

26.371***
(1.181)

注:模型因变量为月收入的对数值。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5; **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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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事业单位，基本上可以推定，这便是民族优惠政策的平等化效应。在西部地区，政府和事业单位在

招聘时会为少数民族预留岗位，即民族身份对于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进入具有正效应。同时也可看出，汉族

在进入国有企业时有一定的优势。

最后，我们将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在不同单位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控制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户籍等特征变量后，表 5的统计结果显示，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内部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而私营/个体单位内部的民族差异仍然比较明显。这表明，收入上的民

族差异主要存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私有部门。控制基本特征变量后，少数民族的收入在政府/事业、国

有企业单位比当地汉族平均高 1%，而在私营企业比汉族少 14.1%。此外，国有单位内部的民族差异不具

统计显著性，而私有单位的民族差异比较显著。因此，随着政府在市场部门监管作用的弱化，政府有关民

族平等的号召在越是私有化的部门，执行得越没有效力。

表 5 不同单位职工收入对数对相关变量的OLS回归

单位

民族 (少数民族=1)

男性

年龄

年龄2
教育(小学及以下=0)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城市户籍

常数项

样本规模

R2

政府/事业单位

0.013
(0.069)

0.387***
(0.055)
0.013
(0.020)
-0.0006
(0.000)

-0.071
(0.020)
0.288
(0.118)

0.682***
(0.120)

0.253***
(0.071)

6.016***
(0.408)
733
0.237

国有企业

0.021
(0.099)

0.263***
(0.072)

0.146***
(0.028)

-0.002***
(0.000)

0.114
(0.116)
0.158
(0.144)

0.744***
(0.150)

0.137***
(0.112)

3.920***
(0.532)
457
0.210

私营或个体

-0.152**
(0.050)

0. 366***
(0.041)

0.063***
(0.014)

-0.0006***
(0.000)

0.215***
(0.051)

0.422***
(0.060)

0.709***
(0.077)

0.176***
(0.044)

5.475***
(0.260)
2051
0.135

注:模型因变量为月收入的对数值。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5; **p<0.01; ***p<0.001。

四、结论与讨论

在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已有研究中，民族基本上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致使我们忽略了少

数民族在市场转型中的境遇变化及其社会政治后果。那么，转型对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生活境

遇受到怎样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本文着力讨论的问题。沿着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理论思路，这一问题被

进一步展开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无收入上的差距？差距产生的机制是什么？汉族和少

数民族在部门和单位进入上有无机会结构的差异？其机理又是什么？

通过比较研究，本文揭示出，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上的民族分层是市场化和优惠政策共同作用的结

果。少数民族内部因受教育程度、户籍身份、就业部门的差异，分化为若干个亚群，每个亚群在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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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遇具有异质性。因户籍、学历差别，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就业上存在明显的部门隔离，将近

70%的少数民族从事农业，而汉族农业人口的比重仅为 38.7%；收入上的民族分层主要由城乡差别、学历差

异和部门隔离所致，控制户籍、学历变量后，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在国有部门（党政/事业/国有企业）内部微乎

其微，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私营部门内部却仍然显著；部门进入上的民族差异主要由城乡、学历差别造

成，控制户籍、学历变量后，在非农部门、国有企业进入上，汉族有较大的优势，由于优惠政策的作用，在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入上，少数民族略有优势。研究结论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层主

要由城乡、学历、部门差别等因素所致，其动力是市场化，民族间的净差异在国有部门已被消除，而在私有

部门仍然存在，原因是民族优惠政策在政府管控的国有部门仍然发挥平等化作用，但在权力淡出的私营部

门变得力有未逮。这与吴晓刚等人（2010）对 2005年小普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少数民族的生活境遇会影响民族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分层的理想模式是每个民

族的个体依其人口比例均匀地分布于每个社会阶层之中。也就是说，每个个体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应

该与自己的民族身份无关。地位获得与民族身份的关系越是密切，民族区分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就越发显

得重要，民族意识就越发强烈而持久。本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但因部门隔离和收

入分层，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内部仍然具有一定的阶层同质性，如维吾尔族、藏族的农业人口都超过了

80%。如果一个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处于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与民族身份就会合二为一，可能引起这个

群体广泛的甚或普遍的民族情感的产生，甚至这意味着民族成员认为对本民族的伤害就是对他自己的伤

害，民族冲突造成的紧张就是对个体的威胁。

因此，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会强化民族的内部认同和外部偏见，加深民族隔离，使跨民族交往受阻。

民族分层是族际交往和民族团结的社会藩篱，而团结交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根脉。当每个民族

的个体按照其人口比例均匀地分布于每个阶层之中，不同民族相近地位的个体就不得不频繁互动，最终会

在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上趋向整合，民族身份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影响力必然趋于弱化，各族人民

和谐相处的目标就会自然而然地达成。这一点在臧晓伟对兰州都市回族的研究中已经被证实。因而，扶

持少数民族中的弱势群体，提升其教育水平，消除城乡差异和部门隔离，拓展其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稀释

少数民族的阶层同质性，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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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Stratification in Western China’s Labor Markets
MA Zhongcai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has rare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In order to remedy such omis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in⁃
equality between Han Chinese and ethnic minorities based on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west of China in
20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orities are not a monolithic block but a differentiated group, however,
a considerable part of minorities is still in simila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income attainment models have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1)The ethnic income gap can mainly be explained by education, urban-ru⁃
ral geographic disparities, and sector segregation; (2)Han-minority earnings gap was negligible in govern⁃
ment or institutions, but it increased with 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employment secto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Han Chinese has more opportunities to get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s than ethnic minor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in government or institutions than Han Chinese.

Key words: ethnic stratification; ethnic preferential policy; market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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